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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鉴于中共中央屡屡出现的“路线错误”，以留苏学生担纲改组了中共最高领导
层。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是“国际路线”不折不扣的执行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国际路线”的
正确性受到怀疑，“国际派”内部也顿生罅隙。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争取了“国际派”成员张闻天、王稼祥的支
持，在政治局中结成“小三人团”。红军湘江惨败后，中央最高“三人团”的威信直落谷底，出现严重的信任危
机。在红军存亡之际，毛泽东提出新的进军路线，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周恩来继张、王之后，转向毛泽东一边，

瓦解了最高“三人团”的最后抵抗。由此，中央的实际权力开始转到了“小三人团”的手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
和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做好了组织上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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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al power transformation before Zunyi Meeting:

historical studies on Mao Tse － tung’s leading authority taking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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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idering the frequent“wrong courses”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talin

an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exploited students who studi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to reorganize the highest
executive level of CPC． Bo Gu as the leader of the temporary central authorities was the total performer of“international
course”． The failure of the fifth against encircle and suppress raised people’s distrust this course． Meanwhile，the interior in-
ternational groups emerged a crack as well． Mao Tse － tung winned over the support from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groups such
as Zhang Wen-tian and Wang Jia-xiang in the way of Long March and these three people made up a little“three persons alli-
ance”in political bureau． Following the crushing defeat in Xiangjiang River，the prestige of the upmost“three persons alli-
ance”decreased in a hurry and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appeared． At the moment of life and death，Mao proposed a new march
route that gain support of great majority． Besides Zhang and Wang，Chou En － lai turned to support Mao therefore the“three
persons alliance”disintegrated quickly． From this，the real pow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began turning to the little“three
persons alliance”that laied the groundwork for summoning Zunyi Meeting and restructuring central plural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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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撤换了中共中央

总书记陈独秀，重新改组了中共领导机构。然而，按照莫
斯科意志改组的中共中央，却接连出现了瞿秋白的“左

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特别在“立
三路线”中，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共产国际劝
阻，执意坚持“全国总暴动”的方针，竟然还要苏联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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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国革命。这不能不让莫斯科大为光火。知识分子
干部不可靠，工农干部又不堪重用。此后，斯大林和共产
国际不再相信中国党的本土干部，转而寄望于莫斯科培养

的一批年青的留苏学生，扶助他们来掌握中共的最高领导

权，以便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
1931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具体指导下，中共在上海
秘密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王明、博古这些回
国不久的留苏学生，打压了党内的反对派，完成了党中央

最高权力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转移。9 月间，

王明去苏联前，推荐博古牵头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共产国际领导，并得到共产国际驻上

海代表直接指导①。“国际派”中央领导机构的建立，意
味着所谓的莫斯科代理人体制的形成。
博古年仅 24 岁，论经验回国仅一年多，论资历连中

央委员都不是，却能在临时中央负总责，这里有当时中央

领导机关遭到破坏的紧急情况下安排的因素。但在以后
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等元老级领导人也都顺水推舟地

认可了他的总书记地位②。这反映了中共高度集权体制
的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任何人只要能得到莫斯科的认
可，“党的各级干部和组织都会自觉地承认其权威和地
位”③。博古们一无资历、二无经验，只能是“挟洋自
重”，把莫斯科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借莫斯科的名头
树立自己的权威，打压和排斥本土派干部。这就注定了
他们必然成为共产国际传声筒，也必然要再为共产国际

充当下一轮替罪羊的结局。
当博古们把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贯彻到底的时候，

也就是失败结局到来的时候。在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革命
推向危险境地的过程中，“国际派”的权力资源不断流
失，队伍不断分化;本土派的权力资源再度集聚，有了东

山再起的机会。严峻的生存危机促使党内权力格局进行
重新组合，权力的授受不再来自远方的最高组织，而是看

眼下谁最具有挽救危机的权威影响力。

长征途中，中央核心层的权力转移是分阶段进行的。
首先是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长征初期的联手，形成
了有别于最高“三人团”的另一个权威中心———“小三人
团”，这是权力转移的第一步。湘江惨败后，红军陷入前
所未有的危机，周恩来倒向了毛泽东这一边，最高“三人
团”顿失重心，这是权力转移的第二步。到遵义会议时，

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是权

力转移第三步。这个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称为“担架
上的阴谋”，终于获得了成功。本文试图从人事关系变
化的角度，对在遵义会议前中央高层权力转移的情况进

行考察。

一、“国际路线”的军事失败和政治困境

1、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国际派”的领导危机

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11 月，中共临时中央按照莫斯

科的指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国策，在削平了各路军阀、整合国民党各派系后，加紧

了对中共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围剿”。

1933 年 9 月，南京政府调集重兵，采用“三分军事，

七分政治”的方略，对中共各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仅
“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 50 万人。中共苏区各根据
地是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发展起来的，所处都是经济

落后、交通不便的区域，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战争

动员能力极强，可以与地方军阀抗衡，但与南京中央政府

拥有的战争资源是无法匹敌的。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周恩来、朱德领导中央红军，抓住国民党“围剿”军骄兵

冒进的机会出奇制胜。但不到 3 个月，南京政府又发起

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可以想见，在这场中央政

权对地域政权的战争中，如果不出现其他大的变数，后者

纵有局部胜利，最终也是支持不了多久的。

①吴葆朴、李志英、朱昱鹏编:《博古文选、年谱》，当
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68 页。

②博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发言(节录)》(1945 年 5 月 3 日)，引自黎辛、朱鸿召主
编:《博古，39 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09 页。

③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
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59

页。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吸收了过去几

次“围剿”失利的教训，采取了“涸泽而渔”的方略，军事

上实行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经济上对中央苏区严加封

锁。中央苏区人口不过二三百万，兵员不过 10 万，连年

战争和苏维埃经济政策造成的财政困难日益严重，本来

就胜算无多，“国际派”领导人又在军事上采取了错误的

阵地战法，加速了失败的进程。

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不懂军事，又死抱着苏维埃共

和国的政治地理观念，怕承担丧失国土的责任，不敢采取

“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

军事顾问李德，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方针，使

熟悉游击战法的红军不能施展其长技。李德的顶头上司

是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弗雷德，在上海遥控指挥。从某种

意义上说，第五次反“围剿”完全体现了国际路线的意

志。博古对莫斯科指示的盲目迷信，还可见诸对“福建
事变”的处理上。本来博古也赞同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

府联手反蒋，但因共产国际不同意而放弃，错失了这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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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天赐良机①。

李德不了解中国和红军，只有正规战的军事经验。

他排斥过去红军将士擅长的运动战法，以堡垒对堡垒，以

阵地战对阵地战，使苏区有限的战争资源很快地消耗殆

尽。虽然红军将士战斗英勇，也有些局部小胜，但无法取
得扭转战局的战果，仗越打越背，地盘越打越小，人力物

力都达到了枯竭的边缘，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

战略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国
际路线”的威信降到低谷，成为各种意见的众矢之的，来
自军队的意见最大。在过去的反“围剿”中，都是前线指
挥员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临机处置，作战灵活机动，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的都是便宜仗②。而李德的
正规战法，严重束缚了前线指挥员的手脚。李德性格急
躁，刚愎自用，在独立房子里按照不准确的地图指挥战

斗，还经常把自己的指挥失当怪罪到前线指挥员头上，动

辄要军法从事，惩办他们。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李德纸上谈兵的瞎指挥
和惩办主义，已引起红军将领普遍不满，多次发生冲突。

刘伯承因为顶撞李德，被免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彭德怀是李德非常欣赏的将领，也曾当面责骂李德是

“崽卖爷田不心痛”③。将帅离心，是兵家大忌，难有胜算
可言。

红军丢失了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在战略转移中又损

失重大，将士情绪极为低落，普遍对中央领导不满，出现

信任危机。这对身处绝地的红军是致命的瘟疫。因此，

重新确立中央的领导权威成为党和红军绝地求生的第一

要务。而撤换李德和支持李德的博古，正是重新确立中央
领导权威的前提。无论谁上台，他们都必须下台。

2、毛泽东“木菩萨”处境的结束
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层中，毛泽东无疑是本土派的头

牌人物。毛泽东对创建红军和根据地有开拓之功，与朱
德并称朱毛红军，声名远播，是共产国际唯一大力宣传的

中共领导人④。但毛泽东性格倔犟，脾气暴躁，作风强
势，在党内也是出了名的。在井冈山根据地时，连以上干
部都怕他。在红四军中，他与朱德、陈毅也多有冲突。另
一方面讲，所谓揽权自重，喜以个人为中心，在瞬息万变

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也就是临危不惧，杀伐决断的意思。

许多次危机关头，正是由于毛泽东当机立断而摆脱了险

境。如秋收暴动失败后，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在立三路线
时，不执行中央打南昌的指示，改打吉安等等，都是毛泽

东审时度势的成功事例。

在开辟根据地中毛泽东并非绝对正确，也有一些错

误。特别是中央苏区打 AB 团事件，误杀了一大批红军
将士。对毛泽东固执己见，遇事计较的个性，许多高级干

部多有领教。连周恩来这样容忍力极强的人，也感到了

毛的难以相处，认为与他商量事情很困难，如不符合他的

意愿，往往“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⑤。毛泽东曾

先后受过 8 次处分，与他的倔犟个性不无关系。

平心而论，毛泽东并非有意对抗共产国际的路线。

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等“左”倾政策，他开始

也是接受的。但毛泽东熟悉中国国情，坚信“枪杆子里

面出政权”，一切取决于能否保护和发展革命的实力，敢

于抗命不从他认为是脱离实际的上级指示，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所以，在国共破裂后各地群雄并起的一百

多次红色暴动中，毛泽东能够拉起一支能征惯战的红军

主力队伍，打下最大一片的中央根据地来，绝非侥幸之

事。这是毛泽东最大的政治业绩。即使是那些眼高过顶

的莫斯科留学生们，也得承认这个事实。

在 1931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

缺席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

执行委员会主席及其下设的中央行政机构人民委员会主

席⑥。这个职务虽在名义上是国家元首的地位，但在中

央核心成员眼里，毛泽东实际上还是地方领袖。就在同

月，中共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根

据地政策是右倾，并开始排斥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

①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中共党史出
版社 2007 年版，第 134 页。

②博古在延安整风检查中讲，在李德未来之前，我
们对军事既无教条又无经验，一般来说，后方对前方采

取提供意见的形式，决心由前方下。参见《秦邦宪(博
古)传》，第 120 页。

③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91 页。

④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
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26 页。

⑤《周恩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32 年 9

月 24 日)，参见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2 页。

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时期，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上

海，“天高皇帝远”，对毛泽东我行我素的做法难以直接

干预，他可以有在根据地方便行事的条件。而当中央首

脑机关迁到瑞金后，就不可能不与毛泽东直接发生冲突

了。1932 年 10 月周恩来主持的宁都会议，开展反倾向

斗争，集中批评毛泽东，撤销了他的军队职务，要他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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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毛泽东只得养病去了。
1933 年初博古等人一进入中央苏区就立刻感到，他
们这套从共产国际搬来的“进攻路线”，当地干部并不买
账。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甚至当面对博古说:即使让
列宁复活，演说三天三夜，也不能转变群众的情绪①。博
古们当然不能容忍这些本土干部的桀骜不驯，遂施展斯

大林的“路线斗争”手段，以反“罗明路线”为名，打击那
些不能听命的根据地干部，以树立中央权威②。毛泽东
是根据地干部的灵魂人物，反“罗明路线”实质就是反对
他的路线。对于这些下车伊始就说三道四的“海归派”

领导人，毛泽东是打心眼里瞧不起，讥讽他们是“洋房子
先生”。“海归们”则让他足足坐了两年的冷板凳。

博古到瑞金前，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度叮嘱他，

中央书记处是工作机关，不是吵嘴的俱乐部，应该吸收毛

泽东参加工作，但必须执行国际路线，并且不得让毛参加

领导核心③。莫斯科也感到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矛
盾。1933 年 3 月，共产国际致电临时中央，要求“对毛泽
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让
他完全能在中央领导下做负责工作。但共产国际的协
调，对双方效果都不大。6 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央局会议
上，为自己在前次宁都会议受到的批评提出申诉。但博
古坚持认为，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否则就没有第四次反

“围剿”的胜利④。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感到窝火。他在
30 年后回忆起这两年的光景来，仍是愤愤不已:“这段时
间鬼都不上门一个。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

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

连一个鬼也不上门。”⑤

1934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毛泽东选为政治
局九名正式委员之一，但地位在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
英之下，没有给什么实权。在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继续担任中

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实职则

交由张闻天担任了⑥。要把毛供起来的意思再明确不过
了。莫斯科希望海归派与本土派能有很好合作，对此举
“很不满意”⑦。但博古们之所以这样做，与毛泽东对他
们“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不合作态度也大有关系⑧。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洋军事顾问李德非常蔑视，这

与博古奉若神明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只参加
过李德到苏区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认为没有合作的可

能，以后就不再参加会议⑨。李德曾几次想找毛交谈，都
是碰了一鼻子灰⑩。毛泽东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调兵到外
线作战等建议，也均未被采纳。

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中央苏区失守已成定
局，博古等人和毛泽东的关系似乎也有了某种转圜的苗

头。1934 年 5、6 月份，博古派人到莫斯科，给王明捎口

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长征前，他们

还让毛泽东给部队撰写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把实地考

察红军突围路线这样重大的事情也托付给他瑏瑡。这些都

是表达了“国际派”中央对毛泽东的倚重之意，尽管这时

还只是从游击战专家角度表达的倚重，但毛泽东坐冷板

凳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长征的行动意味着正规阵地战

的结束和游击运动战的开始，毛泽东惯长的游击战法又

可以有用武之地了。

①《关于杭永岩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1933

年 1 月 30 日)，转引自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第 29 页。

②参见《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31—146 页。

③博古:《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1943 年 9 月)，转
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
中共成功之道》，第 424 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
1949)上卷，第 398、403 页。

⑤瑏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
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23 － 329 页。

⑥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相当于政府总理。

⑦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21页。

⑧会前，周恩来曾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
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提出“似无此必要”。博回
答:“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版，第 259 页。

⑨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遵义会
议纪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 1990 年版，第 43 页。

⑩(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现
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第 80 页。

瑏瑢张闻天的俄文名音译洛甫，秦邦宪的俄文名音译
博古，故把两人这一时期的矛盾称“博洛矛盾”。

3、“国际派”内部的“博洛矛盾”

随着中央苏区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国际派”内部

也发生了分化。中央一、二号人物博古与张闻天之间在

反“围剿”的许多问题上多有龃龉，政见分歧越来越大，

以至发展到公开化的程度。史称“博洛矛盾”瑏瑢。“国际

派”的分化，客观上增加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权重分量。张

闻天和毛泽东在反对博古领导上的共同立场，使他们有了

相互接近的思想基础。

张闻天与博古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在“教务派”

和“支部派”的中国留学生派系斗争中都属于“支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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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是在 1931 年 2 月 17 日回到国内的，此时中共六
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从 3 月 2 日起，他即以中央宣传
部部长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

议。9 月下旬，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张闻天
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主要负责宣传鼓动工作①。在
政治上，博、洛两人都是积极推行国际进攻路线的。进入
江西中央苏区后，他们又一起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
斗争，排斥本土派干部。张闻天擅长宣传，在《斗争》上
写过《罗明路线在江西》等重头文章，将所谓“罗明路线”

的一些本土干部从实际出发的策略主张，批判为“悲观
失望”、“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②。在五中全会后的高
层分工中，博古负责党的工作，张闻天负责政府工作。

但是，在中央苏区的实际工作中，张闻天逐渐意识到

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与把共产国际

指示奉若神明的博古等人渐生龃龉。如关于“共同抗日
三条件”的口号，博只是作为宣传策略，洛则要求有具体
行动;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洛主张利用私人资本，博则

要求与其斗争并强迫他们工作;对待十九路军反蒋的福

建事变的处理，洛主张政治上声援、军事上积极配合，博
则是政治上诋毁、军事上趁火打劫。

这两位从莫斯科走出的同门弟子，在面对中国革命

具体问题时发生的争论，反映了他们年龄、阅历不同和在
马列主义学养上的差距。张闻天年长博古 7 岁，早有文
名，到莫斯科前已有到日、美游学的经历，以学识渊博著
称，属于“红色教授”的级别，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具
有列宁式的通变特点;博古年轻好胜，能言善辩，聪明过

人，其政治资本来自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坚定性”。在中
大学生的派别斗争、在回国后的反对“立三路线”中，博
古都是坚定地维护斯大林的“国际路线”。对中国革命
问题的认识，博古明显带有斯大林式的僵化特征，动辄以

“右倾”的棍子打人。由于博、洛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认
识差距越来越大，政治上也渐行渐远了。博古要张闻天
负责政府工作，似有在组织上调整两人关系的意思———

既淡化了他在中央决策中的发言权，又在政府工作中排

斥了毛泽东。

随着反“围剿”战事的节节失利，“博洛矛盾”由暗到
明，冲突公开化了。1934 年 4 月，国民党部队重兵进攻
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听张闻天和毛泽东
的反对意见，集中红军主力固守广昌，终因不敌而放弃。

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在中革军委总结会议上，张闻天与博

古发生了激烈争执。张闻天批评他们同敌人死拼，使红
军主力遭到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

反讥张闻天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 1905 年俄国工人武装
起义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当即反驳，还批评博
古过于重用李德。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是

张闻天在反“围剿”军事方针上，第一次公开亮出了与博

古、李德不同的观点。由于这是从莫斯科来的“神仙”打
架，与会者没有一人表示意见③。

会后，李德通过博古向张闻天转达意见:中国的事情

还是由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要他们消除前嫌，很好合

作④。张闻天并没有争权和拉小圈子的想法，但他是党

内公认的理论权威，博古可能没有意识到，向张闻天乱掉

书袋、乱扣右倾帽子的举动，对他的伤害可能更大。这场

争论使张闻天感到，博古不具备掌握中国革命大局面的

能力。在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在谈到他与博古的矛盾时

说:自己虽然“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然而对博古

当总书记，“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 (至于

爬在别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等的头上‘配不配’，我当

然没有想)。”⑤此后，张闻天更明确了与博古分道扬镳

的反“左”立场，批评分兵把口、堡垒主义等错误军事方

针。在他撰写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等文章

中，尖锐地提出“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

现，不敢反对极左主义或对极左主义表示容忍与姑息的

同志，不能称为布尔什维克”⑥。这实际上是批判了博

古只反“右”，甚至把“左”当作“右”来反的一贯做法。

博古对此肯定是不高兴的。

①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119 页。

②张闻天:《罗明路线在江西》，《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 9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④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
版社 2000 年版，第 224、225 页。

⑤张闻天 1943 年延安整风笔记，转引自何方:《党
史笔记》，香港利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5 页。

⑥《张闻天文集》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版，第 510 页。

⑦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纪
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第 31 页。

撤离中央苏区前夕，“博洛矛盾”又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7 月初，中央派张闻天到闽赣地区巡视。这个巡视

确无必要，因为项英刚从这个地区巡视回来。但鉴于当

时“博洛矛盾”闹的不可开交，这种安排或有便于中央部

署撤离工作的意思。但博古在此期间公开批评中央政府

的文牍主义，又使张闻天很恼火。张闻天认为，这是有意

的背后攻击，是要把他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把政府工

作的实际权力交给他人。8 月下旬，张闻天巡视回来后，

中央最高“三人团”已经把撤离事情安排的差不多了。

张闻天不无失落地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了，

“心里很不满意”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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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与毛泽东过去没有罅隙，到苏区后也没发生

重大冲突。他反对“罗明路线”，也并不是冲着毛来的。

如他在延安整风笔记中所述:“主观上并未想到这些为
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其位，“再
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①。他还讲:“我一进中央苏
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

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
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的关系也还平常，他

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
人，他有什么主张与本事，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

解过。”②张闻天在与毛泽东政府共事期间，似乎是采取
了某种敬而远之态度，关系谈不上密切。张闻天的秘书
何方对此评论说:张对毛并无成见，但却并不十分尊重，

甚至有点看不大起，认为他理论水平不高、性情粗暴
等③。随着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加深，特别是他在一个
多月的闽赣巡视中耳闻目睹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

使他与毛泽东的观点有了进一步契合。

张闻天在闽赣巡视回来后，多次主动看望毛泽东，关

心病情，嘘寒问暖，就当前局势交流看法。在长征前夕，

张闻天坦诚地向毛泽东倾诉了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

进一步沟通了双方的思想认识。双方意见的投契，为新
老反对派建立了合作的基础。出发前，最高“三人团”曾
决定将政治局成员作为中央代表分散在各军团，张闻天

对此不满。毛泽东得知后，向中央建议，将他与张闻天、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建议得到了批
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先着。

李德、博古的“堡垒主义”军事方针的失败，广大红
军将士对“瞎指挥”的不满，中央高层领导人“博洛矛盾”

激化，使毛泽东东山再起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二、长征行动和毛、洛、王的联手

1、红军长征行动的是与非
红军长征是谋定而后动的战略转移行动。1934 年

春，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 6 路进攻，进入中央苏区腹
地。红军分兵 6 路全线防御，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中共
中央书记处开始谋划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在向共
产国际请示并得到批准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
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组织实施。最高“三
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
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最高“三人团”

在撤离前只开过两次会。
1934年 7 月，中央先后派出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两
支部队执行探路任务。同时，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准备撤离苏区的各项工作，如调集粮草、收拢部队、布置
留守工作等等。据李德翻译伍修权回忆，撤离工作在半

年前就进行了④。当时，中央公开宣传的是要求红军将

士不放弃一寸土地，秘密进行的是全部撤离苏区的各种

准备。

长征最初是西征，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得知国民党军要提前实行合围的情

报后，最高“三人团”将撤离苏区的出发时间提前到了
1934 年 10 月 10 日。应该说，撤离苏区的组织工作还是

非常有效率的。红军一个多月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整

个转移行动似乎是比较顺利的。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

湘江一役，红军遭到惨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带的

坛坛罐罐太多，首脑机关行动极其迟缓，作战部队成了

“抬轿子”的“轿夫”，丧失了机动能力。可见，把撤离中

央苏区行动说为“逃跑主义”很不准确，确切地说，应是
“搬家主义”。

关于“搬家主义”的责任，现有三种说法。遵义会议

决议说:这是博古、李德的错误。李德回忆录把主要责任

归咎于周恩来，说周起草的撤离计划使红军负担过重，迟

缓了前进的速度⑤。最近一本根据博古侄子秦福铨口述

整理的新书，则说是毛泽东、张闻天不同意分散机关人
员，才给大转移留下“两顶轿子”，拖住了红军的后腿⑥。

该书还说，毛泽东原来是坚持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后被周

恩来说服了。这些新材料和我们过去的历史认识大不相

同，需要进一步考证。

①张闻天 1943 年延安整风笔记，转引自张培森主
编:《张闻天年谱》，第 197 页。

②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纪
念馆编:《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第 31 页。

③参见何方:《党史笔记》，第 65 页。

④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1 页。

⑤(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第
104 页。

⑥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领袖们》，第 97、98 页。

“逃跑主义”的说法虽不确，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撤

离中央苏区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由“三人团”秘密进行

的，甚至政治局都没有开过会。连张闻天也“只是依照

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包括李维汉、彭德怀这样的

高级干部都不知道干什么去。这种做法，有违于红军在

重大行动前必须进行充分政治动员的军事传统。从“不

放弃一寸土地”，到放弃整个苏区的大转移，这个弯子转

的太大，不能不影响到将士们的信心和情绪。正如后来

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

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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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而不宣”，给人印象不能不是“仓猝的出动”。特别是
在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

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①。
2、大转移途中新老反对派的联合
在西征途中，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动，经

常议论中央和红军的重大问题。在其他政治局成员分散
各军团的情况下，他们成了除最高“三人团”之外，政治
局委员最多的另一个中心。

毛泽东对“国际派”领导人可能构成的权力威胁，博
古、李德等人不是毫无察觉。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到，在撤
离苏区的最后一天，项英与他进行了一夜长谈，告诫他

“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

李德随后转告给了博古。但博古对他们的疑虑并不以为
然。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

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红军都转

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博古还说:
“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
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②11 月 4 日，红
军攻克城口。在城口休整时，随中央纵队行动的博古夫
人刘群先也向博古反映了“小三人团”的情况，要博古小
心他们结成宗派小团体。博古也没有放在心上③。诚
然，大敌当前岂容二想，红军的生存危机解决了，中央自

然也就没有了领导危机。

在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电台被国民

党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中断了联系。直到红军到达
陕北，与莫斯科才重新恢复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事事须
听命于莫斯科的代理人领导体制失效了，中国共产党必

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危
机中，李德、博古等人进退失措，领导权威不断流失，毛泽
东以此说服许多高级干部，挑战和撤换错误的领导权威，

以便撤换他们。这就是“担架上的‘阴谋’”的意义。

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建议，可乘国民

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的时机，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其

一部，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德怀也提出过相同的
建议。张闻天、王稼祥赞成，但李德、博古反对，建议未被
采纳④。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博古的这一做法被批评是
“避战主义”和“逃跑主义”。但平心而论，红军的整体战
力本来明显弱于敌方，转移携带的坛坛罐罐又多，限制了

机动能力。同时部队逃亡很多，过了三道封锁线，减员已
达四分之一。而此时国民党“围剿”军气焰正盛，急于寻
找红军主力决战。所以，这一回马枪是否有效也是大可
存疑的。因此对李德、博古拒绝建议一事也未可深究。

据文献版毛泽东传谱所述，毛说服中央其他领导人

的路线图是: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进入湘
南以后，就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

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先是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意

见，提出要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

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

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

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
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⑤。这可能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得

多，应是在大转移初期的 3 个月里逐渐酝酿成熟的。

1945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的讲话

中，曾特别强调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作用，

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

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

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

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

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人是从第三

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⑥毛泽东在延安

整风之后再讲这番话，对张、王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力

度来说，确实作用重大。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现场

来看，毛泽东此时已经被半边缘化达二三年之久，在中央

高层没有足够的说话份量，理论上也不为“国际派”认

可，还被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说张、

王“作用很大”，绝非泛泛而言，确实是要通过他们来实

现最高权力的转移。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

织，这个权力的转移，首先是，也只能是，在“国际派”内

部进行。

①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
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62

页。

②(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第
117、118 页。

③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领袖们》，第 101 页。

④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 234 页;《彭德怀
自述》，第 193 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 438

页。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把能否争取张闻天的支持看

的很重。他在延安时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师哲说:“张闻

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

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此，在长征路上，我以

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

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毛泽东

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

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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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针果然灵验。从某种程度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
能够成功地召开，就是因为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实效①。

张闻天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张闻天是负责政府工作的最高领导，撤离中央苏区后，已

是“空头领导”。当时，权力集中于最高“三人团”，张闻
天没有军职，虽然在党内地位还是二把手，但客观上已成

了“二线”干部。过去在反“围剿”中形成的“博洛矛
盾”，在长征中延续下来了。在每天都在行军打仗的战
争环境中，军事是第一位的政治，政治上的发言权首先要

取决于军事上的发言权。张闻天在毛泽东那里恶补了一
下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课。张闻天后来说:“长征出发
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
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
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

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②

张闻天不懂军事，只了解一些军事理论，写写文章，

是纸上谈兵。毛泽东则是在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中历练
出来的，实践经验丰富，深谙带兵打仗之道，对红军过去

的各次战役、战斗如数家珍，是掌上谈兵。在对付博古、

李德的问题上，他们有着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性。张闻天
学养深厚、待人平和、思维慎密，与毛泽东恣肆汪洋、旁征
博引、风趣尖刻的交谈，肯定会让双方受益多多。而毛泽
东在成为谈话主导者的过程中，也肯定会遇到张闻天较

真认理的知识分子性格。毛泽东上述的“以很大的耐
心，隐忍着种种痛苦”的情况，可能来源于此。但最终毛
泽东与张闻天取得了在军事问题的观点一致。他们在遵
义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张闻天为会议作的总结决议，就是

反映了他们共同讨论形成的意见。

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
“围剿”作战中就与李德多有冲突。黎川作战失利后，李
德要惩处守将肖劲光，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共同把他保了

下来。在广昌会战等军事方针上王也与李德相左，而与
毛泽东接近③。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取
得一致，应是比较容易的。另外，王稼祥虽然有伤在身，

但在军事上有发言权，有着做军队将领工作的方便。

毛泽东做通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能够争取到

他们的支持，“国际派”的鼎立三足就折了两足，就能够
改变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孤掌难鸣的局面，可以形成三票

对四票的强悍少数了。

在长征初期，尽管中央层一路上都有争论，但毛泽东

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
境地的领导危机”，张闻天、王稼祥又都是党性很强、不
会搞阴谋活动的书生型领导。如果说，在湘南时他们就
私下议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恐怕还为时过早。

李德、博古虽然感觉到执行命令的阻力越来越大，知道毛

泽东常到军队将领那里去，但肯定没有遇到对他们领导

权威的公开挑战，没有真的感到有夺权的威胁④。这个

由反“围剿”失败以来积累下的领导危机，是在湘江惨败

之后全面爆发的，其发生有着客观上的必然性。

三、领导信任危机和最高“三人团”的瓦解

1、湘江血战后的领导危机与最高军事指挥权的转移

中央红军 8 万余人离开根据地初期，部队辎重过多，

行动迟缓，军心不稳，一些战士不愿离开家乡，虽没有打

什么仗，但已出现大量逃亡的现象，减员达两万余人。

1934 年 11 月下旬，红军强渡湘江时，遭到国民党军的夹

击，损失极为惨重，锐减为 3 万余人。部队军心浮动，怨

声四起，对最高“三人团”的军事领导能力产生了严重的

信任危机。博古本人也深感责任重大，十分内疚，心情非

常沮丧。

红军许多将领对李德颐指气使的瞎指挥反感已久，

对一味庇护李德的博古也早就烦言啧啧，湘江惨败后，更

对他们继续领导红军失去信心。最高“三人团”的重心，

落到了本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周恩来身上。

在渡过湘江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开

会，讨论红军的行军方向。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

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问

责博古、李德等人。博古、李德并不认账，反说是因为毛

泽东、张闻天的中央纵队行动迟缓，有意拖延，给主力部
队造成了重大损失⑤。但是，即便如博古、李德所说，如

果真的要追究责任，讲到如何把队伍拖成了不畏鞭锤的

疲马，势必要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说起，最后还是

要归咎到他们的身上。

①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175、176 页;张培森
主编:《张闻天年谱》，第 234 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
《遵义会议文献》，第 18 页。

③徐则浩:《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版，第 117、123 页。

④李德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对每个作战方案都加
以非难，特别是我提出来的每个建议，他都表示反对，并

在各个军团中游说部队将领接受他的思想。参见(德)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第 119 页。

⑤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
领袖们》，第 104、105 页。

此时，国民党“围剿”军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一

面尾追不舍，一面沿途堵截，并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路上

部署了重兵，准备在这里围歼红军的主力。所以，争论失

败责任孰是孰非的问题只能是后话，当务之急是如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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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迅速脱离险境。

经过渡江后十几天的奔波，1934 年 12 月 12 日，红
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与尾追敌军暂时拉开了一

段距离。中央临时决定召开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讨论
进军方向。

关于临时动议召开会议的情况，多年来一直无据可

查，一般说法是周恩来主持的通道会议。至于会议发起
的过程，据有关材料，大体情况是:红军占领通道后，张闻

天到毛泽东处，向他通报了红军的损失情况和敌情动态，

商量解救危机的对策。鉴于到湘西的先机已失，毛泽东
提出应该改变原定的行军计划，改向西进，向敌人兵力薄

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找到周恩
来，周恩来又把他们的意见转达博古。博古取决不下，让
周恩来召集并主持会议。会议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李
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朱德等人①。

会上，李德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建议:让追击红军

的国民党部队赶到前面去，红军从他们背后转向北进，与

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赣川三省交界处创建一大片根据
地。毛泽东当即予以激烈反对。他说:敌人已清楚中央
红军要与贺龙会合的意图，肯定会在这条必经之路设伏。

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

想。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毛泽东的意见
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关于这次会议上的争论和对毛泽东意见的赞同，相

关史书叙述笼统。有张闻天带头支持说②，也有朱德首
先同意说③。会前张闻天已就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与毛
泽东取得一致意见④，会上他与王稼祥无疑是毛泽东的

坚定支持者。朱德肯定也是最先支持毛泽东的人之一。

而最有利的支持还应是来自红军破译国民党军电台的电

报材料。这份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
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
瓮”⑤! 来自国民党军的电报证明了毛泽东的主张是正
确的。当时李德托病已提前退出会场，周恩来等多数人
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根据大多
数人的意见，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随后，发布了
全军继续西进的命令。

通道会议新调整的行军路线是西进贵州，尔后沿黎

平、锦屏北上，去会合红二、六军团。显然，这个转兵决
定，只是一个避敌锋芒的战术行动，没有放弃到湘西会合

贺龙的战略目标。12 月 13 日 21 时，中革军委急电各部
“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
目的”。14 日，电令红二、六军团，采取行动，策应中央红
军北上⑥。

通道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是一次“飞行会议”，能
做出转兵的决定已属不易，很难再有更大调整。但是，会

议突破了过去最高“三人团”独断专行的决策方式，可以

认为是中央权力转移的最初开端。

通道会议以多数人意见否定了李德的意见，对李德

的威信是一次重大打击，他的支持率一落千丈。特别是

周恩来态度的变化，让李德很是耿耿于怀。连一向对李
德偏听偏信的博古，最后也不得不同意转兵贵州⑦。会

上，朱德提议调回刘伯承，恢复军委总参谋长职务，得到

与会者同意⑧。

李德与刘伯承是有过节的。1934 年 9 月，时任中革

军委参谋长的刘伯承主动向李德提出改进军队工作的建

议。李德当面训斥刘伯承“白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战

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博古知道

后，立即找刘伯承谈话，要他尊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的意

见⑨。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恢复军委总参谋长，让

刘伯承继续担任，这个决定表明:大家对李德已不再相信

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威遭到了无情的挑战。

通道会议上，军内无职党内无权的毛泽东破例正式

参加了讨论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会议，提出了完全否定

李德意见的意见，并得到与会多数的支持。这不仅是对

毛泽东军事才能的承认，也意味着把他从长期的半边缘

化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开始迈出了重新掌握军权的第一

步。有研究著作认为:通道会议“是第五次反‘围剿’以

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

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⑩。从此，毛、张、王的
“小三人团”公开结成了政治局中的反对派。

通道会议也是最高“三人团”分化的开始。周恩来

与李德发生分歧，关系开始疏远。李德对周恩来的突然

转向很感意外。他说:毛泽东这次“不仅得到洛甫和王

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

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多年后，李德还记得周恩

来当时的态度变化:他请周恩来给他讲会议的详细情况

时，周“显得有些激动”，不似往常“镇静自若”瑏瑡。

①②④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 234—236页。

③⑥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38、439、438 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
1949)，第 337 页。

⑦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年谱》，第 393 页。

⑨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2 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
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0 页。

瑏瑡(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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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立场态度非常关键。周恩来在党内长期居于
三把手的地位，不仅资历深，人脉广，组织协调能力强，而

且与军队的渊源极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就是政治部主
任，国共分裂后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长期担任中央军

委书记。到中央苏区以后，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军取得
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
来一直是最高领导核心成员。虽然他与李德多次争论，

但政治上是跟从“国际路线”的，最后都是放弃自己的意
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的丧失，西征路
上的损失，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惨重，作为最高“三
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感到难脱其咎，非常痛心。血
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国际路线”军事方针的错误。现
在，红军已经身陷绝地，何去何从，命系一线。

最高“三人团”中，李德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博古不
懂军事，又与莫斯科的联系中断，得不到上面指示，大家

茫然不知所措。整个担子不得不压到周恩来身上。同
时，李德、博古又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明显是往敌人布的口袋阵里钻。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
亡，周恩来深感肩上的政治责任重大。毛泽东临危不惧
的决断力和游击战争的军事才能，这是周恩来所不具备

的。所以，关键时刻周恩来毅然决然地走到了毛泽东的
一边。在黎平会议上明确表示了与最高“三人团”分道
扬镳，支持毛泽东的政治态度。

2、黎平会议与最高“三人团”组织的瓦解
12 月 15 日，红军进入黎平。国民党“追剿”军一时
失去方向，使红军获得了宝贵的整休时间。18 日，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通道会议讨论的是红军迂回避敌的战术行动，黎平

会议是要解决红军落脚的战略问题。博古等认为，红军
绕道贵州已经避开敌人的追击了，应该继续执行到湘西

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放下行李再去打击敌
人。毛泽东马上表示反对，主张根本放弃原定会合计划，

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境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积极赞成。

他们还举出一个尚方宝剑，即斯大林 1930 年代初曾有在
四川创建根据地的指示，毛泽东的意见是符合这一指示

精神的①。这个指示确有其事。1930 年 5 月，斯大林与
周恩来等人谈话时讲:红军是中国革命希望所在，应视为

中心问题，并说吴佩孚还能在四川存在，中国党总不会不

如吴，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②。另外，1933

年 3 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电报中，也提出在四川建立
根据地。电报对红四方面军主动转入四川的行动表示赞
同，称“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
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③。1934 年 4 月 13 日，中共中
央给四川省委的指示信中，又提出了“赤化全四川，争取

苏维埃在四川全省的胜利”的任务④。

张闻天等以教条对付教条主义的招法，使博古等人

难有招架之力。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

见，否定了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

战略方针的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毛泽东的思想

主张，第一次形成了全党全军必须贯彻执行的中央文件。

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

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周恩来曾征求过他的意见。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

到他的意见被完全否定，大发雷霆，与周争吵。博古得知

后劝慰周“不要理他”。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这段历史说:“从湘贵黔

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

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

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

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

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

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

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

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
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⑤

①卢宏:《解谜李德与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9 页。

②《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 年 8 月
22 日。

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
电报》(1933 年 3 月 19—22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53—354 页。

④《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⑤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 年
11 月 27 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
《遵义会议文献》，第 64 页。

周恩来的立场态度完全倒向毛泽东一方，是对已经

焦头烂额的最高“三人团”的釜底抽薪，给了博古和李德

致命的一击，“顷刻之间瓦解了他们的抵抗意志”。这不

仅拆散了最高“三人团”的组合，也使毛泽东为首的小
“三人团”具有了掌握全局的能力，完成了从政治上的反

对派到政治上的实权派的过渡。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公开活动，联合行动，共同商讨，提出意见。许多重大问

题都由他们首先议定，形成意见后提交中央讨论通过并

18

·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高层权力的转移: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



布置执行，实际上形成了小“三人团”执政的非常局面。

黎平会议后，这场关于红军去向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博古、李德对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还没完全死
心，沿途争论的很厉害①。为此，张闻天和王稼祥感到，

必须要进行组织的调整，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②。
12 月下旬，张闻天和王稼祥在行军途中交谈，分析
当前形势，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张闻天说:毛泽东打仗比
我们有办法，还是要让毛泽东出来。王稼祥把这个意见
转达给了彭德怀和毛泽东，并与刘伯承等几位红军将领

进行了沟通。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③。
1935 年 1 月 1 日，周恩来找毛泽东商量并征得博古
同意，在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
次会议是黎平会议的继续延伸。

猴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
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明确红
军渡过乌江后，“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
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规定“关于作
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

会议上做报告”④。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
事指挥权，而使没有军职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有了军事

上的发言权。

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前的一场过场戏。至此，最高
“三人团”的最高决策权已是名存实亡，具体权力被掏
空。15 天以后，遵义会议召开，名正言顺地宣告了最高
“三人团”的结束。

结语

发生在长征路上的这场党内斗争，实质上是对中共

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代理人体制的挑战。这个体制，是
一个以彻底贯彻莫斯科意志为组织目标的高度集权体

制，从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政治局，到六届五中全会，

再到最高“三人团”，一脉相承下来。作为执行莫斯科意
志的组织工具，博古们领导下的革命不可能不脱离中国

实际。民族主义的革命诉求和国际主义的革命诉求的矛
盾，本土的革命资源和外来的革命资源的矛盾，变得越来

越不可协调了。所谓“海归派”和“本土派”的矛盾，
“左”倾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的矛盾，都是从这里生发
出来的。

在东北沦陷的国难当头之际，“左”倾教条主义领导
人还是机械地听从来自莫斯科的指令，仍然在中国腹地

大搞苏维埃革命。这就使苏维埃革命背离了中国革命的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性质，成了地地道道的移植来的革

命，这不能不是政治上的最大失着。实际上，当国民党政
府集中全力对各苏区进行“围剿”时，苏维埃政权的处境
就变得极为艰难。所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仅是

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红军被迫迈上长征
一途。在这条求生存的征途上，“国际路线”的灵丹妙药
失效了，只能是自己救自己。生存能力体现于变通能力，

能变才能通，能通才能生。遵义会议改换了“国际派”领
导人，成为中共和红军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历史转折点。

①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 年 6 月 10 日)，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遵义会议文
献》，第 66 页。

②对于这个酝酿过程，说法不一。有王稼祥首先提
出说，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说。笔者认为以《张闻天年谱》

所述的黄平橘林商定说，比较贴近历史，因而采信《张闻
天年谱》之说。

③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第 236 页。

④《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93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

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共和红军的屡遭挫折，是遵义会

议改弦更张的前提条件。围绕着这些挫折进行的各种争
论，以及正确意见逐渐占据上风，都是一个试错和纠错的

过程。这个试错和纠错的过程，既反映在党内高级干部
对毛泽东从不认可到认可的变化上，也反映在毛泽东本

人不断总结经验和提高协调能力上的进步。从这个意义
上讲，毛泽东领导权威的形成，也是一个党内不同意见相

互磨合的互动过程。

在更换“国际派”领导人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张闻天
和周恩来是把毛泽东重新推上核心决策层的两个关键人

物。在党内，张闻天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周恩来组
织协调能力最强、人脉关系最广，组织上又分别位居二、

三把手的地位。张、周能与毛泽东联手，在中央就形成了
集体领导对个人专断的优势。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鼎力
相助，毛泽东要进入核心决策层是相当困难的，也很难开

得好遵义会议。

所以，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此后的中央高层人事调整，

即是反映了这个实际形成的权力格局———张闻天取代博
古任党的总书记;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

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为周恩来在

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历史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简介:王海光(1954 － )，男，山东鱼台
人，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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